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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sys546136][bookmark: bRPindex5][bookmark: PePindex5]摘要：分析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的碳减排状况，为现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改进提供经验依据。基于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是否存在碳减排效应，并采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PSM-DID等方法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通过中介效应分析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转型的传导路径，最后分析试点政策的地区异质性。结果表明：（1）试点政策显著降低试点地区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碳减排效应；（2）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转型都是试点政策实现碳减排效应的作用路径，绿色技术创新在降低试点地区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中分别发挥了12.38%和5.51%的作用，能源结构转型则分别发挥了3.74%和0.47%的中介效应作用；（3）北京的碳减排效应在6个试点地区中最强，其次是上海和天津，湖北和重庆的整体碳减排效应较弱。研究结论为更好实现“双碳”目标、同时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和绿色技术创新提供的主要启示包括，要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异化减碳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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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the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Pilot Policy: 
Based o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Energy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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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status in China's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pilot areas, in order to provide empirical basi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urrent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pilot policie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19, the multi-period differential model is used to test th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pilot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policies, and the parallel trend test, placebo, PSM-DID and other methods are used to test the robustness of regression results. Through the mediation effect analysis, the transmission path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energy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is tested. Finally, the regional heterogeneity of pilot policies i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pilot policy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carbon emission and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in the pilot area, and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2) Both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energy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re the pathways for pilot policies to achiev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in which th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plays a role of 12.38% and 5.51%  respectively in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in pilot areas, and energy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plays a role of 3.74% and 0.47% respectively in mediating effect. (3) Th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Beijing is the strongest among the six pilot regions, followed by Shanghai and Tianjin, and the overall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Hubei and Chongqing is weak. The above conclusions provide the main enlightenment for better realizing carbon neutrality and emission peak,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ergy structure and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arbon market, and formulating differentiated carbon reduction polici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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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pindex26]1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这一问题对地球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这主要归因于CO2的排放。作为全球的能耗大国，中国主动承担环境保护的国际责任，通过出台一系列的环境保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改善环境的作用。《2020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相比2019年，2020年中国空气质量达标城市占比提高13.3%，CO2排放强度下降1.0%[1]，可见环境质量在这个阶段得到了较为明显的改善。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中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国际承诺。这既是中国作出的国际承诺，也是中国对走低碳、绿色、环保、高质量、可持续道路的一种坚持和自我施压。2011年印发的《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也是中国为了推进碳减排进程而实行的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之一，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作为第一批试点地区，批准其开展碳排放权交易。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市于2013年陆续开始启动碳市场。
作为市场激励性环境规制工具，试点地区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视作一种以低成本实现环境规制效果的政策工具，重点在于规制高碳排放企业降低其碳排放，理论上不仅能通过交易机制和配额分配机制刺激区域绿色技术创新，也能够利用成本-效益原则推动区域能源结构朝着清洁能源的方向转变。那么，作为低碳绿色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道路上的重要决策，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是否显著促进了试点地区的碳减排？碳减排效应是否以牺牲地区经济发展为代价？各试点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控排主体等多方面存在异质性，其碳减排效应是否也存在差异性？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机制又是如何？随着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发电行业开启交易，围绕上述问题，如何基于试点地区的现实情况及其实践经验对现行的政策规定进行改进是当前学术界和政府相关部门的重点关注。为此，本研究利用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是否对试点地区存在碳减排效应，并进一步分析其碳减排路径和减排效应的地区异质性。
[bookmark: pindex29]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bookmark: pindex30]2.1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作为一种市场化的交易减排机制，目前已经是全球范围内能源和气候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关注热点。从本质上来说，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科斯的产权理论中演化而来，20世纪60年代末，Dales[2]则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地提出了“排污权交易”概念，指出地球地总体环境资源有限，可以通过商品化排污权并为其建立相应的交易市场，从而实现排污权交易规范化和合理化，通过市场机制和非市场机制来达到更低成本的环境治理目的。Zhang等[3]和Liu等[4]站在市场理论的视角，构建理论模型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进行运作前的情景模拟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碳市场在将来能够以较为客观的低成本实现环境治理并达到碳减排的目的。自2013年开始，随着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推进，北京、上海等碳排放交易权试点地区的交易市场陆续上市，国内外学者更多地将其视作一个准自然实验，并通过对其进行理论层面以及实证层面的分析来检验这一政策的碳减排效应。
Zhang等[5]从碳排放、Zhou等[6]从碳强度以及Chen等[7]从技术进步方面分别检验并证实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政策效果。其中，Zhang等[5]对深圳的工业企业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实施前后的碳排放量进行实证研究，指出以2010年作为比较基期，2015工业企业的总碳排放量下降了11%，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机制推动试点地区减排的初步成效已经显现；Hu等[8]通过对中国碳市场2005－2015年的相关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发现，试点地区主要控排行业的能源消费量下降了22.8%，碳排放总量下降了15.5%。但是，有关试点地区的碳减排效应是通过降低单位生产总值的碳排放量还是抑制地区经济发展来实现的争论尚未得到解决。例如，Zhou等经过实证分析发现，在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实施后，试点地区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都显著降低；但Zhang等经过研究发现，试点地区碳排放量下降主要是通过抑制地区经济发展而非降低碳排放强度来实现的。鉴于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bookmark: sys33032]假设1：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能够推动试点地区的碳减排进程。
[bookmark: sys34032]假设2a：试点地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通过降低碳强度来降低碳排放量；
[bookmark: sys35033]假设2b：试点地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通过降低经济产出来降低碳排放量。
[bookmark: pindex36]2.2 绿色技术创新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减排效应
绿色技术创新是指在节能环保、清洁生产、低碳循环等领域能够提高效率、改善环境质量，从而达到促进经济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目的的技术创新[9]。由于绿色技术创新具有双重外部性，一种是因为技术外溢导致无法独享创新收益的正向外部性，另一种是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社会效益大于个人效益的污染治理本身存在的负外部性，因此企业在涉及绿色技术创新的产品或者技术开发时意愿较低，缺乏有效激励导致企业研发动力不足[10]。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通过限制企业的碳排放额提升企业进行碳排放方面的研发意愿，从而提升碳市场试点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11]。作为一种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能够有效激励地方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不仅能够在企业层面促进实现减排成本的降低，也能在地区层面促进经济绿色发展，加强增大区域减排效应。基于宏观层面的视角，碳排放交易权试点政策主要是通过宏观政策“信号-预期”机制来发挥减排作用，如王为东等[12]通过运用合成控制法进行反事实实证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能够提升试点地区的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水平，这也验证了“信号-预期”机制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促进地区碳减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微观层面的视角，如宋德勇等[13]、黎文靖等[14]、李广明等[15]研究指出，存在碳市场本身的配额分配以及价格信号两种机制，可以通过刺激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来进一步达到地区碳减排目的。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bookmark: sys38035]假设3：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通过推动试点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实现碳减排。
[bookmark: pindex39]2.3 能源结构转型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减排效应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愿景下，我国以煤炭消费主导的能源结构转型任重道远。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将企业对环境的污染成本化，从而提高了企业碳排放成本。碳排放配额和定价机制不仅激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减排，也能引导企业提高相应的能源技术和配置的运行效率，进而达到节约能源和调整能源结构的目的[15]。此外，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能够促使各消费主体逐渐转换其能源消费结构，从而实现地区碳减排。但另一方面，能源结构转型的同时也可能会以牺牲部分的经济增长为代价[16]，如清洁能源的使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地区CO2的排放和SO2的排放，但煤炭消费的减少也会对地区生产总值产生影响。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bookmark: sys41037]假设4a：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借助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实现降低碳强度的碳减排；
[bookmark: sys42040]假设4b：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借助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实现降低经济产出路径的碳减排。
[bookmark: pindex43]3  研究设计
[bookmark: pindex44]3.1 模型构建
选取2005－2019年的相关面板数据，以2013年开始正式实行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研究其减排效应。由于我国试点地区碳市场上市时间并不统一，因此选择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来实证分析政策实施前后实验组与对照组的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差异，将北京、广东、湖北、天津、上海和重庆这6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市作为处理组1），国内其余省区市则作为控制组纳入模型进行分析。构造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亦为基准模型）如下：
[bookmark: pindex46]   （1）
式（1）中：下标表示地区；下标表示年份；代表地区碳排放量或碳排放强度；是核心解释变量多期双重差分变量，，其中表示是否是处理组，表示试点地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正式实施时间；代表会随地区和时间变动并且会影响碳排放量或碳排放强度的控制变量；表示地区固定效应；表示时间固定效应；代表年份与区域2）的交乘项，控制了随区域或时间变化的因素；则表示误差项。
此外，是否处理组的取值规则为：当表示6个试点省市时，；当代表其他非试点地区时，。6个试点地区碳市场开始启动交易的时间分别为北京、上海、广东和天津2013年，湖北和重庆2014年，所以试点政策正式实施时间的取值规则为：当表示北京、天津、上海、广东这4个省市且，或者表示湖北或重庆且时，；除此之外，。如果碳试点政策的实行显著地降低了试点地区的碳排放总量或者碳排放强度，则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中显著为负。
参考黎文靖等[14]、王桂军等[17]的研究，将中介变量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嵌入基准模型中进行实证检验，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检验模型：
[bookmark: pindex50]  （2）
[bookmark: pindex51]  （3）
[bookmark: pindex52]  （4）
式（2）同基准模型。式（3）式中，被解释变量分别代表中介变量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EnvInvPat）、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EnvUtyPat）和能源结构（ES）。
根据逐步回归原理，如果式（2）的回归系数显著，则开始中介变量的回归检验；其次检验式（3）的回归系数和式（4）的回归系数，如果两者均显著，则存在中介效应；最后，若式（4）中的回归系数也显著，则称其为部分中介效应，否则称为完全中介效应。
[bookmark: pindex55]3.2 特征事实
通过对比发现，处理组相比控制组具有低碳排放量和低碳排放强度的特点，且通过共同趋势图1可以看出，两者在2011年前存在平行趋势。
[bookmark: bRPindex57][bookmark: PePindex57][image: ][image: ]
[bookmark: sys58066][bookmark: pindex58]（a）碳排放量                                                   （b）碳排放强度
[bookmark: pindex59]图1  处理组和控制组地区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的年度均值趋势对比

[bookmark: pindex61]3.3 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1）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地区碳排放量（ce）和碳排放强度（cegdp），模型中对其取对数形式（即lnce和lncegdp）。核心解释变量为多期双重差分变量（DID），表示该地区是否已经实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
（2）控制变量。由于地区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与地区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所以为了使得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不受其他因素干扰、具有可比性，需要在模型中加入涉及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指标。选取的控制变量为：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lnpcgdp），用地区的人均实际生产总值并取对数表示，具体数值按照2005年的不变价进行换算获得；2）产业结构，借鉴Shao等[18]的做法，用地区第二产业占比（stind）和第三产业占比（stser）两个指标来表示；3）外商投资占比（stwz），借鉴张宇等[19]的做法，用地区的当年外商投资金额和当年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4）财政依赖度（stpub），用地区的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5）环境规制（ster），处理组和控制组本身存在的环境规制的地区差异也会给地区的减排效应造成影响，用地区的工业废水、废气污染治理费用与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表示。
（3）中介变量。
1）绿色技术创新。专利产出是衡量技术创新最直观的数据体现，参考齐绍洲等[10]的研究，通过匹配中国国家知识产权专利数据库和WIPO的国际专利分类绿色清单，识别出地区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envinv）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envuty），以此度量处理组和控制组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并对其进行对数处理。
2）能源结构（ES）。参考马丽梅等人[20]的做法，运用高一次性能源消耗的8个工业行业的生产总值之和与地区当年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指标值越低则表示地区的能源结构清洁化程度越高。计算公式如下：
[bookmark: pindex67]                         						（5）
式（5）中：j表示高煤炭消耗行业；m表示行业个数；表示第i个地区t年份的生产总值；表示行业产值，依据现有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2020》，选取了8个主要的高煤炭消耗的工业行业作为样本代表（见表1）。煤炭的消耗是CO2排放的重要源头，因此通过测度高煤炭消耗工业行业的产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能源结构，并以此来反映地区经济发展的产业能耗结构。
[bookmark: pindex69][bookmark: bRPindex69][bookmark: PePindex69]表1  2019年中国8个高煤炭消耗工业行业
	煤炭消耗量排名/位
	行业

	1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2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3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4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5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6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7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8
	造纸及纸制品业




[bookmark: PePindex90]（4）数据说明。选取中国30个省区市（未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2005－2019年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来检验相关假设。碳排放量数据来自中国碳排放核算数据库；碳排放强度通过碳排放量数据的进一步计算获得；专利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其他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各省区市统计年鉴。利用STATA作为研究分析工具。
[bookmark: pindex91]4  实证结果及稳健性分析
[bookmark: pindex92]4.1 变量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模型和相关检验中运用到的变量含义及其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bookmark: pindex94][bookmark: PePindex94][bookmark: bRPindex94]表2  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含义
	观测值/个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ce
	年度碳排放量/106 t
	450
	293.90
	200.10
	16.46
	937.10

	cegdp
	年度碳排放强度/（t/百元）
	450
	0.039
	0.026
	0.002
	0.159

	pcgdp
	实际人均生产总值/元
	450
	20 000
	10 000
	5 218
	57 000

	stind
	第二产业占比
	450
	0.432
	0.082
	0.162
	0.620

	stser
	第三产业占比
	450
	0.459
	0.091
	0.298
	0.835

	stwz
	外商投资金额和当年生产总值的比重
	450
	0.397
	0.691
	0.007
	7.955

	stpub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当年生产总值的比重
	450
	0.107
	0.033
	0.052
	0.245

	ster
	工业废水、废气污染治理费用与当年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450
	0.004
	0.004
	0
	0.031

	envinv
	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
	450
	2 625
	4 741
	7
	31 000

	envuty
	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
	450
	2 381
	4 305
	4
	39 000

	ES
	能源结构
	450
	0.429
	0.155
	0.012
	0.760



[bookmark: PePindex180][bookmark: pindex180]4.2 基准回归结果
如表3所示，未加入控制变量前，30个省份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的DID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加入控制变量后，结果基本上不变，表明研究的回归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即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同时降低了试点地区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假设1和假设2a成立。
[bookmark: pindex182][bookmark: bRPindex182][bookmark: PePindex182]表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lnce
	lncegdp

	
	未加入控制变量
	加入控制变量
	未加入控制变量
	加入控制变量

	DID
	−0.179***(−0.056)
	−0.163***(−0.052)
	−0.273***(−0.069)
	−0.366***(−0.091)

	lnpcgdp
	
	−0.010(−0.097)
	
	−1.064***(−0.234)

	ster
	
	2.173(−2.312)
	
	−2.970(−3.682)

	stind
	
	0.900*(−0.487)
	
	0.174(−0.727)

	stser
	
	0.619(−0.614)
	
	−0.462(−1.185)

	stpub
	
	1.614*(−0.802)
	
	5.883**(−2.254)

	stwz
	
	0.020(−0.012)
	
	0.030(−0.019)

	_cons
	5.086***(−0.071)
	4.367***(−0.961)
	−3.459***(−0.140)
	6.568***(−2.199)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区域和时间交互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个
	450
	450
	450
	450

	R-squared
	0.841
	0.856
	0.795
	0.887


[bookmark: PePindex256]注：1）括号内为标准误；2）***、**、* 分别表明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1%、5%以及10%的检验。下同。

[bookmark: pindex258]4.3 平行趋势检验及政策动态效应分析
参考张国建等[21]的研究思路来进行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平行趋势假设以及政策动态效应分析。为了展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实施前后试点地区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的变化情况，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正式实施前8年这一时间节点定为比较基期，引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启动前7年、政策当期和政策启动后6年的时间趋势变量，构建对应模型如下：
[bookmark: pindex260]                                           （6）
式（6）中：、、分别表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启动前7年、政策当期和政策启动后6年的时间虚拟变量和政策虚拟变量的交乘项；、、则分别为其系数。
从表4中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出，在试点政策启动前7年到前2年期间，不管是碳排放量的对应系数还是碳排放强度的对应系数都不显著，表明在这期间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的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符合平行趋势假设；试点政策实施前1年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的对应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试点政策实施前2年虽然系数不显著，但由正转负且数值逐渐增大，碳减排趋势初步显现。结果表明，虽然试点政策未正式实施，但试点地区已经对政策的约束力存在预期并采取一定的减排行为，即预期政策效应。虽然在试点地区正式实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前，相关的政策规定和市场运作规则还处在规划阶段，试点地区高碳排放企业可能在2011年试点地区获批启动碳市场时就预想到未来市场变化而先行改进其生产方式，以在碳市场正式启动后获取减排收益，所以引起了试点地区的减排效应提前显现的现象。
同时可以看出，处理组中的试点地区正式启动其碳市场的时间集中在2013年和2014年，所以政策施行当期的前一两年就是2011－2012年。出现预期政策效应可能是由于国家发改委早在2011年10月已经批准了7个省市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试点工作，试点地区从那时就开始加快其经济朝低碳方向转型以应对不远将来更强的碳排放约束和更高的碳排放成本问题。Liu 等[22]通过研究中国碳排放交易权试点市场的企业动态指出，试点地区的高排放企业在2011年碳市场试点政策刚宣布时就感知到未来市场变化方向，并相应地改变或升级其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以更好地适应未来的碳排放约束并提前实现企业碳减排。
此外，和的回归结果表明，在政策当期和政策实施后，试点地区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的相关系数都在1%～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并且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的系数绝对值都逐年增大，说明试点地区的碳减排效应逐渐增强。
[bookmark: pindex265][bookmark: PePindex265][bookmark: bRPindex265]表4  平行趋势检验及动态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lnce
	ncegdp

	pre7
	−0.001(−0.017)
	0.021(−0.024)

	pre6
	0.006(−0.038)
	0.002(−0.047)

	pre5
	−0.020(−0.040)
	−0.036(−0.062)

	pre4
	−0.016(−0.046)
	−0.059(−0.077)

	pre3
	−0.015(−0.053)
	−0.098(−0.085)

	pre2
	−0.081(−0.078)
	−0.192(−0.123)

	pre1
	−0.160**(−0.063)
	−0.273***(−0.100)

	current
	−0.162**(−0.066)
	−0.291**(−0.112)

	past1
	−0.182**(−0.071)
	−0.329**(−0.123)

	past2
	−0.223***(−0.071)
	−0.394***(−0.133)

	past3
	−0.219***(−0.075)
	−0.404***(−0.137)

	past4
	−0.208**(−0.096)
	−0.422***(−0.132)

	past5
	−0.192*（−0.099）
	−0.675**（−0.247）

	past6
	−0.221*（−0.124）
	−0.756***（−0.245）

	_cons
	4.463***(−1.000)
	6.767***(−2.044)

	控制变量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区域和时间交互效应
	是
	是

	观测值/个
	450
	450

	R-squared
	0.860
	0.892



[bookmark: PePindex333]通过平行趋势检验和政策动态效应图，可以更加直观地观察试点地区的碳市场政策动态效果。
从图2中可以直观地看出，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的系数估计结果和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实施前7年至前2年，二者相关系数都不显著，满足平行趋势假设；碳市场正式启动前1年二者对应系数显著，出现预期政策效应；政策实施当期和实施之后，二者对应系数绝对值都在逐年增加。这与表4的估计结果一致，进一步验证了假设1和假说2a。
[bookmark: bRPindex335][bookmark: PePindex335][image: ][image: ]

[bookmark: sys337066](a）碳排放量                                                   （b）碳排放强度
[bookmark: pindex338]图2  平行趋势检验和政策动态效应

[bookmark: pindex340]4.4 稳健性检验
[bookmark: pindex341]4.4.1安慰剂检验
为了确保本研究关于碳减排效应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因果关系存在，排除变量的选择性偏差，从而得到可信度更高的因果效应分析，运用反事实逻辑随机生成处理组（试点地区）来进行安慰剂检验。对于安慰剂检验的具体运用方法，学者Bertrand等[23]提出，在运用时间跨度较大的面板数据进行双重差分检验时，可能会存在因为变量间存在序列相关问题而导致标准误差出现偏差的问题，从而进一步导致在检验回归时发生检验过度、拒绝原假设的现象。针对这个问题，吴茵茵等[24]、陆菁等[25]选择运用非参置换检验法来对其基准回归结果进行安慰剂检验，借鉴其做法，具体采用的非参置换检验操作方法如下：对样本数据中的30个省区市和时间点进行不重复的实验省市和政策时点的随机抽样，每次抽样选取6个省份作为虚拟试点地区，因为在多期双重模型中要求在政策实施前后都至少有1年时间，所以在安慰剂检验阶段数据处理中，仅针对2006－2018年中的时间段选取随机的模拟政策时间点；剩余的24个省份则作为虚拟非试点地区。重复500次上述随机抽样过程并进行回归，进而获得500个虚拟实验组、其对应的虚拟政策实施时点及两者交互项虚拟DID的回归系数。如果在随机抽样进行回归的过程中，虚拟DID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则说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和碳减排效应的因果关系存在，本研究的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如图3所示，实线表示DID回归系数的概率密度累计分布，虚线表示正态分布。从图3可以看出，真实回归系数都位于安慰剂检验置换参数曲线的低尾处，属于虚拟实验组回归的异常值，表明本研究的基准回归结果通过了安慰剂检验。


[bookmark: sys346066][bookmark: PePindex346][bookmark: bRPindex346][image: ][image: ](a）碳排放量                                                   （b）碳排放强度
[bookmark: pindex347]图3  安慰剂检验系数累计分布

如图4所示，横轴除0值外的虚线表示本研究基准回归结果的对应系数（lnce的对应系数为−0.163，lncegdp的对应系数为−0.366）。可以发现，不管是碳排放量还是碳排放强度，估计系数对应的P值都在0.1以上，随机抽样的回归系数均值非常接近零，本研究基准回归结果处于低尾处，且P值小于0.1，说明随机抽样的结果并不显著，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在虚拟实验组中不具有减排效应。这进一步表明 本研究的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排除了未知因素的干扰，通过了安慰剂检验。
[bookmark: bRPindex350][bookmark: PePindex350][image: ][image: ]
[bookmark: sys351066][bookmark: pindex351](a）碳排放量                                                   （b）碳排放强度
[bookmark: pindex352]图4  安慰剂检验估计系数P值分布

[bookmark: pindex354]4.4.2 PSM-DID检验
基于样本中处理组和控制组可能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实施前就具有较大的个体差异的考量，为了避免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样本选择中出现选择性偏差的问题，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即PSM-DID）进行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鉴于平行趋势检验和政策动态效应分析的结果表明，早在2011年试点地区就已经因为“信号-预期”机制显现出碳减排效应，且2011年试点地区名单就已公布，所以在进行倾向得分匹配检验时只选取2011年之前的样本，以保证所选样本并未受到政策影响。具体检验方法为：以基准模型中的控制变量作为PSM-DID中的匹配变量进行逐年匹配，匹配方法分别运用到半径匹配、近邻匹配和核匹配，并且在进行逐年匹配后只保留在每个匹配年份都处在共同取值范围内的控制组样本点，具体回归中运用Logit方法，最后针对匹配后的保留样本，根据基准模型进行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回归。如表5所示，不管具体采用的是哪种匹配方法，多期DID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因此，本研究关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的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bookmark: pindex356][bookmark: PePindex356][bookmark: bRPindex356]表5  PSM-DID检验回归结果
	项目
	lnce
	lncegdp

	
	半径匹配
	近邻匹配
	核匹配
	半径匹配
	近邻匹配
	核匹配

	DID
	−0.147***(＜0.001 )
	−0.213***(0.045)
	−0.118**(0.021)
	−0.190***(0.002)
	−0.197**(0.081)
	−0.150**(0.033)

	_cons

	5.468***(0.004)
	3.222***(0.535)
	3.905(1.766)
	−3.696***(＜0.001)
	8.368***(1.813)
	3.800*(1.06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区域与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个
	60
	150
	45
	60
	150
	45

	R-squared
	0.991
	0.954
	0.965
	0.997
	0.933
	0.993


[bookmark: pindex424][bookmark: PePindex424]5  进一步讨论
[bookmark: pindex425]5.1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路径检验
[bookmark: pindex426]5.1.1 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检验
表6和表7展示了根据式（3）（4）模型进行的，分别以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来衡量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从表6可见，仅以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来度量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并没有对试点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影响，也即表明未产生中介效应；当以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来衡量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显著地提升了试点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从表（7）可见，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的回归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DID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结合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式（3）（4）可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可以通过提升试点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来降低其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且绿色技术创新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则假设3成立。至于表6与表7的差别，本研究认为可能是绿色发明专利相比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的实验期限更长、申请程序更复杂，所以相比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施行会存在时间滞后性的特点。
为了解绿色技术创新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中发挥了多大作用，利用回归结果进一步计算绿色技术创新在中介效应模型中的效应量，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降低碳排放和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效应中分别发挥了12.38%和5.51%的中介效应作用。
[bookmark: PePindex429][bookmark: pindex429][bookmark: bRPindex429]表6  基于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bookmark: _Hlk112532852]项目
	lnce
	lncegdp

	
	EnvInvPat
	lnce
	EnvInvPat
	lncegdp

	DID
	−0.144(0.087)
	−0.153***(0.052)
	−0.144(0.087)
	−0.352***(0.087)

	EnvInvPat
	
	0.075*(0.044)
	
	0.091**(0.040)

	_cons
	0.519(1.475)
	4.328***(0.948)
	0.519(1.475)
	6.520***(2.20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区域与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个
	450
	450
	450
	450

	R-squared
	0.962
	0.860
	0.962
	0.889



[bookmark: bRPindex484][bookmark: pindex484][bookmark: PePindex484]表7  基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bookmark: _Hlk112532864]项目
	lnce
	lncegdp

	
	EnvUtyPat
	lnce
	EnvUtyPat
	lncegdp

	DID
	−0.171*(0.100)
	−0.143***(0.049)
	−0.171*(0.100)
	−0.345***(0.090)

	EnvUtyPat
	
	0.118***(0.037)
	
	0.118*(0.065)

	_cons
	2.841(1.674)
	4.033***(0.921)
	2.841(1.674)
	6.233***(2.25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区域与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个
	450
	450
	450
	450

	R-squared
	0.972
	0.864
	0.972
	0.889



[bookmark: PePindex539]这一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也符合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设计的初衷。从生产角度，当碳排放存在排放配额并在市场上作为商品进行交易时，高碳排放企业由于碳排放成本较高会选择进行生产技术的创新或生产方式的改变来减少其碳排放量；此外，企业积极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使得企业碳排放指标存在富余时，可以将碳排放指标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从而获得降低成本外的创新收益，这也将进一步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从而达到了以经济手段的政策实现低成本的环境规制目的。
[bookmark: pindex540]5.1.2  能源结构转型的中介效应检验
同理，根据式（3）（4）模型对能源结构的中介效应检验。如表8所示，DID的回归系数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说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有效地促进了试点地区的能源结构转型；能源结构的回归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且DID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根据逐步回归法判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可以通过推动试点地区的能源结构转型来降低当地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综上，表明假设4a成立。
[bookmark: bRPindex542][bookmark: pindex542][bookmark: PePindex542]表8  基于能源结构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bookmark: _Hlk112532873]项目
	lnce
	lncegdp

	
	ES
	lnce
	ES
	lncegdp

	DID
	−0.007**(0.024)
	−0.157***(0.044)
	−0.007**(0.024)
	−0.364***(0.092)

	ES
	
	0.872***(0.210)
	
	0.246**(0.035)

	_cons
	0.456(0.352)
	3.969***(0.799)
	0.456(0.352)
	6.456***(2.25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区域与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个
	450
	450
	450
	450

	R-squared
	0.677
	0.875
	0.677
	0.887



[bookmark: PePindex597]为了解能源结构转型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中发挥了多大作用，利用回归结果进一步计算能源结构在中介效应模型中的效应量。结果表明，能源结构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降低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的效应中分别发挥了3.74%和0.47%的中介效应作用。
进一步通过比较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转型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中发挥的作用可以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发挥的作用更大。
[bookmark: pindex599]5.2 地区异质性分析
在基准模型中加入各试点地区与DID变量的交乘项来检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是否在试点地区存在区域异质性。表9为北京（bj）、天津（tj）、上海（sh）、湖北（hb）、重庆（cq）这5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相较于广东（gd）的回归结果，可得出以下结论：（1）北京的碳减排效应最显著，其次是上海和天津，笔者推测因为这3个试点地区的政策落实到位以及市场发育程度较高；（2）虽然天津的碳排放量的对应系数不显著，但碳排放强度的系数较为显著且系数值较大，表明相较于广东，天津的碳排放强度减排效应明显；（3）相比较其他试点地区，湖北和重庆在政策实施后碳减排效应较弱，笔者推测是由于湖北和重庆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主体占地区碳排放主体的比重较低导致。
[bookmark: pindex601][bookmark: bRPindex601][bookmark: PePindex601]表9  地区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lnce
	lncegdp

	DID
	−0.043**(0.045)
	−0.220***(0.073)

	DID×bj
	−0.330***(0.015)
	−0.414***(0.029)

	DID×tj
	−0.014(0.041)
	−0.291***(0.075)

	DID×sh
	−0.139***(0.050)
	−0.445***(0.134)

	DID×hb
	−0.134*(0.076)
	−0.035(0.104)

	DID×cq
	−0.106(0.079)
	0.097(0.096)

	_cons
	4.400***(0.960)
	7.198***(2.148)

	控制变量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区域与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个
	450
	450

	R-squared
	0.866
	0.896



[bookmark: pindex645][bookmark: PePindex645]6  结论与政策建议
[bookmark: sys6460149][bookmark: bkFormat1152646]本研究基于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来实证检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试点地区是否存在碳减排效应，并采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PSM-DID等方法检验碳减排效应的稳健性，通过中介效应分析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转型的传导路径，最后分析试点政策的地区异质性。研究结论如下：
（1）整体而言，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显著地推动了试点地区的碳减排进程，这种减排效应是通过同时降低试点地区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实现的，并未影响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一结果通过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
（2）中介效应方面，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转型都是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发挥碳减排效应的路径，且都能够同时促进试点地区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的降低。相比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以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作为衡量指标时，试点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才受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显著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在降低试点地区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过程中分别发挥了12.38%和5.51%的中介效应作用；能源结构转型在降低试点地区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过程中分别发挥了3.74%和0.47%的中介效应作用。
（3）地区异质性方面，北京的碳减排效应在6个试点地区中最强，其次是上海和天津，湖北和重庆的整体碳减排效应较弱。
以上研究结论对中国加快碳减排进程，从而早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策略制定和政策实施具有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能够在试点地区存在显著的碳减排效应，为实现“双碳”目标，需要进一步加快全国碳市场相关体系建设并加大减排主体范围，并从试点地区的配额分配方法、交易机制、约束机制、市场调控机制等多方面吸收、借鉴其实践经验，以发挥试点地区的先行示范和持续激励作用。
第二，积极推进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转型（及相关的产业结构转型）。绿色技术创新不仅能够提升相关能源的利用效率，还能推进能源结构转型，从而弱化一些重工业企业对煤炭等化石能源的依赖，不以牺牲地区经济发展为代价地降低地区碳排放量。所以，政府需要出台相应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来促进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研发及其成果转化；加大对低碳技术研发人才的引进奖补力度；持续推进高碳排放企业与所在地区的高校及科学研究院进行产学研深度合作，搭建以绿色技术创新、能源结构转型和碳减排为导向的产业结构体系和经济体系，加快推进低碳绿色环保的高质量现代经济。
第三，各省区市要因地施策，制定差异化的减碳政策。各地区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制定差异化的绿色技术创新、能源结构转型和碳减排政策，并适当地将资源向减排潜力大的省份倾斜，从而实现低成本高减排。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可以加大对清洁能源和绿色技术创新的投资；经济发展中等水平的地区以制造业发展为主，这一行业的生产流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化石能源，从而会排放大量的CO2，所以需要根据地区的资源禀赋结构来发展其优势资源，加快经济发展步伐。与此同时，加快绿色技术创新，从而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以降低碳排放。



注释：
1） 鉴于深圳市归属于同样作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广东省，因此在处理组中不再单独纳入深圳市。
2）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发布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等经济政策文件，将我国31个省份划分为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东部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海南省；中部包括山西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西部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北地区包括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


[bookmark: pindex662]参考文献：
[bookmark: pindex663][1]生态环境部.2020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摘录[J].环境保护,2021,49(11):47-68.
[bookmark: pindex664][2]DALES J H. Pollution, property and prices: an essay in policy-making and economics[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8:10-12.
[bookmark: bRPindex665][bookmark: pindex665][bookmark: PePindex665][3]ZHANG D, RAUSCH S, KARPLUS V J, et al. Quantifying regional economic impacts of CO2 intensity targets in China[J].Energy Economics,2013,40:687-701.
[bookmark: pindex666][bookmark: bRPindex666][bookmark: PePindex666][4]LIU Y, TAN X J, YU Y, et al. Assessment of impacts of Hubei pilot emission trading schemes in China: a CGE-analysis using term CO2 model[J].Applied Energy,2016,189:762-769.
[bookmark: bRPindex667][bookmark: PePindex667][bookmark: pindex667][5]ZHANG Y J, PENG Y L, MA C Q, et al. Can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facilitate carbon emissions reduction? Evidence from China[J].Energy Policy,2017,100:18-28.
[bookmark: pindex668][bookmark: bRPindex668][bookmark: PePindex668][6]ZHOU B, ZHANG C, SONG H Y, et al. How does emission trading reduce China's carbon intensity? An exploration using a decomposition an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pproach[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2019,676:514-523.
[bookmark: bRPindex669][bookmark: PePindex669][bookmark: pindex669][7]CHEN Z F, ZHANG X, CHEN F L. Do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schemes stimulate green innovation in enterprises? Evidence from China[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2021,168:120744.1-120744.15.
[bookmark: pindex670][bookmark: PePindex670][bookmark: bRPindex670][8]HU Y C, REN SH G, WANG Y J, et al. Can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scheme achieve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Evidence from the industrial sector in China[J].Energy Economics,2019,85:104590.1-104590.59.
[bookmark: PePindex671][bookmark: pindex671][bookmark: bRPindex671][9]邵帅,范美婷,杨莉莉.经济结构调整、绿色技术进步与中国低碳转型发展:基于总体技术前沿和空间溢出效应视角的经验考察[J].管理世界,2022,38(2):46-69.
[bookmark: pindex672][bookmark: PePindex672][bookmark: bRPindex672][10]齐绍洲,林屾,崔静波.环境权益交易市场能否诱发绿色创新?: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的证据[J].经济研究,2018,53(12):129-143.
[bookmark: pindex673][bookmark: bRPindex673][bookmark: PePindex673][11]刘晔，张训常.碳排放交易制度与企业研发创新:基于三重差分模型的实证研究[J].经济科学,2017(3):102-114.
[bookmark: PePindex674][bookmark: pindex674][bookmark: bRPindex674][12]王为东,王冬,卢娜.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促进低碳技术创新机制的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30(2):41-48.
[bookmark: bRPindex675][bookmark: PePindex675][bookmark: pindex675][13]宋德勇,朱文博,王班班.中国碳交易试点覆盖企业的微观实证:碳排放权交易、配额分配方法与企业绿色创新[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1,31(1):37-47.
[bookmark: bRPindex676][bookmark: pindex676][bookmark: PePindex676][14]黎文靖,郑曼妮.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宏观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创新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6,51(4):60-73.
[bookmark: bRPindex677][bookmark: PePindex677][bookmark: pindex677][15]李广明，张维洁.中国碳交易下的工业碳排放与减排机制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27(10):141-148.
[bookmark: PePindex678][bookmark: bRPindex678][bookmark: pindex678][16]齐绍洲,李杨.能源转型下可再生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28(2):19-27.
[bookmark: pindex679][bookmark: bRPindex679][bookmark: PePindex679][17]王桂军,卢潇潇.“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企业升级[J].中国工业经济,2019(3):43-61.
[bookmark: bRPindex680][bookmark: pindex680][bookmark: PePindex680][18]SHAO SH, YANG LL, YU M B, et al. Estim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eterminants of energy-related industrial CO2 emissions in Shanghai(China), 1994–2009[J].Energy Policy,2011,39(10):6476-6494.
[bookmark: pindex681][bookmark: bRPindex681][bookmark: PePindex681][19]张宇,蒋殿春．FDI、政府监管与中国水污染:基于产业结构与技术进步分解指标的实证检验[J].经济学(季刊)，2014,13(2):491-514．
[bookmark: pindex682][bookmark: PePindex682][bookmark: bRPindex682][20]马丽梅,张晓中国雾霾污染的空间效应及经济、能源结构影响[J].中国工业经济，2014(4):19-31．
[bookmark: bRPindex683][bookmark: pindex683][bookmark: PePindex683][21]张国建,佟孟华,李慧,等. 扶贫改革试验区的经济增长效应及政策有效性评估[J].中国工业经济,2019(8):136-154.
[bookmark: pindex684][22]LIU J Y, WOODWARD R T, ZHANG Y J. Has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reduced PM2.5 in China?[J].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2021,55(10):6631-6643.
[bookmark: pindex685][23]BERTRAND M, DUFLO E, MULLAINATHAN S. How much should we trust 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estimates?[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4,119(1):249-275.
[bookmark: pindex686][bookmark: bRPindex686][bookmark: PePindex686][24]吴茵茵,齐杰,鲜琴,等.中国碳市场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基于市场机制与行政干预的协同作用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21(8):114-132.
[bookmark: pindex687][bookmark: PePindex687][bookmark: bRPindex687][25]陆菁,鄢云,王韬璇.绿色信贷政策的微观效应研究:基于技术创新与资源再配置的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2021(1):174-192.


[bookmark: bkFormat3012434][bookmark: bRPindex690][bookmark: PePindex690]作者简介：成琼文（1972－），男，湖南湘乡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博士，主要研究方为资源与环境经济、产业经济；杨玉婷（1998－），通信作者，女，江西丰城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科技创新和产业政策。

image3.png
-3.5 -3.0

-4.0

Incegdp

-5.5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4

Fhy

—— w4

— & - il





image4.png
Ince

— T ——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gy

—— hFH - - —- pmmg





image5.png
0 - 01~ eT-

(ApBOOUT) I ]

pre6 pre5 pred pre3 pre2 prel currentpastl past2 pastd pastd pastd pasté

pre7




image6.png
vo- 9%0-

20
(0UT) I il

pred pre3 pre2 prel currentpastl past2 pastd past4 past5 pasté

pre6  pres

pre?

BT gL




image7.png
DIDFR AL

FZRBEBESH

————- E&ai |





image8.png
10
<





image9.png
050 20
H)dxg 3 dpsaout

-0.4




image10.png
090
HydxgEeout

T
€0





image1.png




image2.png




